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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是软硬国力的积而非和，因此，软国力与硬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具有同等

的重要性 

●中国与日本都位于东亚，地理位置使中日实力地位的矛盾成为结构性的，中日之间的

摩擦因此增多 

●国家实力地位的转变与其说是综合国力增长的竞争，不如说是综合国力不萎缩的竞争 

 

进入 21 世纪后，有关中国国力增长的预测越来越多。虽然各种预测分歧很大，但都以

近年来中国实力总量增长速度为依据，基本上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实力增长会对中国实力地位

变化有何影响。 

实力地位是个相对的、综合性的概念 

实力地位是个相对概念，是指一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相比较的大小，并依实力大小进行国

际排序。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实力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因此，中国的实

力地位是相对其他国家实力而言的，预测中国未来实力地位变化不能只考虑中国的实力增长

速度，还得考虑其他国家实力变化情况。 

实力地位又是个综合性概念。学者们对于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有很大分歧，但对于综合

国力的要素分为软国力和硬国力两类的看法有一定的共识。专业人士普遍认为，软国力与硬

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因数，即综合国力是软硬国力的积而非和，而至今非专业人士仍普遍误以

为综合国力是各种实力要素的和。软国力与硬国力均为综合国力的因数而非加数的概念，使

我们意识到软国力与硬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软国力与硬国力均为

综合国力的因数，因此当一方为零时，另一方无论多大，综合国力都等于零。例如，威慑战

略的效力是军事能力与政治决心的积，当军事能力与政治决心中的一项为零时，威慑战略就

没有效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也是军事实力与政治决心的积。1991 年，当苏联政府没有

决心使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时，尽管苏联拥有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也无法阻止国家的

解体。在现实生活中，除非国家不再存在，否则硬实力为零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总有

人口、领土和经济基础的存在。但是，软实力为零是时常发生的。当冲突的一方没有信心维

护其利益时，该国在这一具体冲突中的软实力与综合实力均为零。 

实力要素的结构影响综合国力的性质。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结构是不同的。以 21 世纪

初的大国为例，在日本和德国的综合国力构成中，经济实力的比重远远大于政治实力和军事

实力；相比之下，美、中、法、英四国的综合国力结构就较为平衡，其中经济实力、政治实

力和军事实力的比重差别不是特别悬殊。有人认为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中是决定性的，其实

这种观念恰恰不符合综合国力的内涵。国家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时不是靠抽象的综合国力，

而是运用具体的实力要素，也就是说，国家在应对安全威胁时主要依赖军事实力，应对经济

摩擦时主要仰仗经济实力，应对政治压力时主要依赖政治实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

实力不是随时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实力转换成另一种实力都需要严格的条件和较长的时间。 

实力要素转换的困难决定了国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实力优势，在维护不同类型

国家利益时都有相应的手段。如果说国家需要维护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是均等的，面临

的三种冲突是均衡的，那么实力结构平衡的国家就能在多数事务上获得优势，这就是综合国

力的优势；而实力结构不平衡的国家就只能在某类利益上获得优势，而没有综合国力的优势。

举个例子，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经济总量比日本要小得多，但苏联有与美国相似的军



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因此苏联的综合国力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属同一等级，而日本因其实力

结构中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比重太小，其综合国力只能是普通大国，而非超级大国。 

了解实力地位有助于理解大国关系 

了解中国现有的实力地位，有助于深入理解冷战后中国与大国的战略关系性质。在冷战

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美国要防范任何未来有可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或政治集

团。中国是冷战后的多强之一，自然成为美国的防范对象之一。然而美国是否将中国作为第

一防范对象则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地位。多强中的最强大的国家最易成为美国首要防范对象，

反之最弱者则不易。 

中国与欧洲大国都是强国，地理上的分隔使欧洲大国与中国在实力地位上的矛盾很小，

因此可以结为战略伙伴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然而，中国与日本都位于东亚，地理位

置使中日实力地位的矛盾成为结构性的，中日之间的摩擦因此增多。冷战结束初期，日本是

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东亚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当日本在全球和地区的经

济地位因他国实力地位上升而下降时，日本就会采取增强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方法来维护其原

有的国际地位。如果中国的经济实力地位有取代日本的现实可能，日本就会采取政治上与中

国对抗的政策。中日关系自 2003 年起恶化速度超过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原因是，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把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看成是对其实力地位的潜在挑战，而日本则认为中国实

力地位的上升已对其实力地位构成现实挑战，因此日本采取比美国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使日

中关系不断恶化，导致日中关系还不如美中关系。 

两国实力逆向发展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 

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完全取决于相比较的国家在既定时期内的实力增长速度，也就是哪

国的实力增长速度大，哪国的地位就上升，反之则下降，速度相等则两国实力地位关系不变。

两国实力差距变化最快和实力地位转换概率最高的情况是两国实力逆向发展，即一国正增长、

另一国负增长。由于两国实力逆向发展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而且国家实力增长又

是经常性的普遍现象，因此导致国家实力萎缩的因素比增强国家实力的因素在改变国家实力

差距和实力地位的速度上的作用更重要。 

政治灾难能使一国的综合实力迅速大幅萎缩，改变国家实力地位的速度要大于经济发展。

战争失败、国家解体、爆发内战、社会动乱、政治运动等都能较快地转换两国的实力地位。

冷战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实力地位的变化。在 1991 年之前，苏联是可与美国抗衡的

超级大国，与中国等其他强国在实力上的差别是等级之别。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与很多

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了转换，到 1999 年，俄罗斯仅能保持军事实力上高于其他强国，在政

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上都出现了很大萎缩。 

经济危机可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迅速缩小，能比经济发展更快地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差距

和实力地位。1997－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迅速拉大，

同时使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 

国家实力增减逆向变化最容易改变国家间的实力地位，由此可知，防止中国实力地位下

降的关键因素是避免重大政治决策失误。国家综合国力在大多数年份是增长的，只有少数年

份是萎缩的，但是综合国力每年的增长是缓慢的，而萎缩则可能是迅速的。因此，国家实力

地位的转变与其说是综合国力增长的竞争，不如说是综合国力不萎缩的竞争，也就是说，在

历史长河中不是比谁的国力绝对量增长得快而是比谁的国力总量不出现萎缩。1991 年苏联

的解体和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曾使俄罗斯和中国的综合实力严重下降。反之，正

确的政治决策则可以较快地提升国家的实力地位，1950－1953 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和 1978 年

之后的改革开放都使中国实力地位得到较快提升。 

今后 10 年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国内和国外两种政治因素。国内因素是国

家的稳定大局，国外因素是美国的政治实力变化和欧盟一体化的速度。今后 10 年，美国军



事上的超强实力地位将会促使美国继续实行单边主义政策。在中国和欧盟采取多边主义政策

的条件下，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将削弱其国际动员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则会提高。

目前，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仍然小于美国，但这个差距小于中美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方面

的差距。例如，1990－2001 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 10 次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反华议

案，但每次都被中国挫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动员国际力量捍卫自己政治利益的能力，明显

大于中国在国际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能力。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未能在任何

一件与美国发生冲突的经济或安全事务上表现出如此强大的抵抗力量。目前，中国与美国的

实力差距最突出的方面是军事实力，其次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方面的差距最小。中国与欧

盟的实力差距变化将取决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速度，如果 10 年内欧盟能加快政治一体化发

展，中国与欧盟的实力差距将缩小得较慢，反之则较快。▲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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